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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世界正处于地缘政治风险频发的动荡时期。 地缘政治风险通常与相关国家、地区甚

至全球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密切相关，地缘政治变局因此备受各界广泛关注。 随着中国企业对

外投资合作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面临的国际形势和风险日趋复杂多变，地缘政治风险已经成为

影响中国企业海外利益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相互作用的国际体系中，运用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结构性权力理论”分析方法，能够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中的政治经济互

动进行深入探究，而结构性权力格局的不平衡加剧了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力。 从结构性权力及

其形成地缘政治风险机制的角度看，中国企业海外利益保护深受大国权力博弈的影响，同时与中

国的海外战略布局紧密相关，并且越来越受到多方行为规则的限制。 对此，中国应当继续强化在

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个维度的海外利益保护的战略布局。
关键词：地缘政治风险；中国企业；海外利益保护；结构性权力

中图分类号：Ｄ８１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８０４９（２０２３）０７－００４５－１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４⁃０９；修订日期：２０２３⁃０６⁃１１。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际公共产品视角下中国引领世贸组织改革研究”（２１ＡＧＪ００２）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黄河（１９６９—），男，江苏无锡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
国际政治经济学；刘彦彤（１９９６—），女，山东烟台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２０２２ 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政治经

济学。
∗ 作者感谢《太平洋学报》编辑部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自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进一步融入到了

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中国资本也加快了“走出

去”的步伐。 从数据看，２００２ 年，中国非金融类

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仅为 ２７ 亿美元，２０２２ 年则已

增长至 １ １６８． ５ 亿美元。 经济全球化大趋势、
“走出去”战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践行正推

动中国进入对外投资的新时期。 中国企业对外

投资规模不断增多的同时，投资分布也越来越

广，涉及了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和

大洋洲。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不得不面对各类

海外风险。 由于海外投资环境具有不确定性，
加上国际竞争的日益加剧，中国企业在海外各

地区的机构、资金、人员都面临着程度不一的地

缘政治风险。 随着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生产、运
营遭遇的极端风险事件不断增多，各界对我国

海外利益保护及地缘政治风险的关注正在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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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 探究地缘政治风险的生成机制及其对中

国企业海外利益的影响有助于中国政府及企业

更清晰地把握当前的全球政治格局和经济形

势，从而建立健全海外利益保护机制，将风险带

来的损失最小化。 因此，深刻把握地缘政治风

险才能帮助中国企业在充满风险和挑战的全球

市场中趋利避害。

一、地缘政治风险及其形成机制

１．１　 概念

地缘政治（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思想的起源可追溯

至古希腊对人与其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探讨，
其认 知 基 础 源 自 希 腊 哲 学 家 亚 里 士 多 德

（Ａｒｉｓｔｏｔéｌēｓ）的形而上学学说。 在亚里士多德之

后，斯特拉博（Ｓｔｒａｂｏ）、博丹（ Ｊｅａｎ Ｂｏｄｉｎ）、孟德

斯鸠（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卢梭 （ Ｊｅａｎ －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Ｒｏｕｓ⁃
ｓｅａｕ）、康德（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Ｋａｎｔ）、黑格尔（Ｇ． Ｗ． Ｆ．
Ｈｅｇｅｌ）和达尔文（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ｏｂｅｒｔ Ｄａｒｗｉｎ）等许多

西方政治思想家都对地缘政治理论的产生做出

了贡献。 古代中国曾出现过 “地缘” 的古代表

达———“缘地”，指国家之间的友好交往及相互

促进，缘起于地理位置关系。① “地缘政治”一词

的创造者———鲁道夫·契伦（Ｒｕｄｏｌｆ Ｋｊｅｌｌéｎ）将
地缘政治学定义为“把国家作为地理的有机体

或一个空间现象来认识的科学”。② 在地缘政治

语境下，地理条件（很大程度上是物质性的）是
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决定因素。③ 然而，地缘

政治并非是一个具有固定涵义的术语，而是一

个较为模糊且不稳定的概念。④

不同时代影响地缘政治走向的因素存在巨

大差异。 从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视角来看，拉采

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Ｒａｔｚｅｌ）等早期地缘政治学家重视

地理与空间，在《政治地理学》一书中，拉采尔视

国家为“地球表面上的特殊的空间组织”，⑤“国
家边界的扩张是一个民族的健康的反映”，⑥国

家会经历动态发展的过程。 契伦在此基础上指

出，“国家的自然环境为权力单位提供了追求

‘势不可挡的进步法则’”。 从国家的全球战略

来看， 麦金德 （ Ｔｈｏｍａｓ Ｍａｋｉｎｄｅｒ ）、 斯皮克曼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Ｓｐｙｋｍａｎ）、马汉（Ａｌｆｒｅｄ Ｍａｎｈａｎ）等人

的研究跳出了狭隘的单一地理范围，强调国家

的地理位置、国土面积、地形特征和自然资源等

国家地缘政治客观要素的重要性。 “心脏地带

说”“新月地带说”“海权论”等学说对日后西方

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全球扩张战略影响深

远。 索尔·科恩（Ｓａｕｌ Ｃｏｈｅｎ）根据区域结构模

式及特征划分空间，⑦重视全球化下区域性的地

缘政治因素。 亨廷顿（Ｓａｍｕｅｌ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沃勒

斯坦（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则分别将文化和经

济结构作为区域的划分标准。 这种区域结构主

义关注不同国家、地区之间政治、经济、军事、文
化等方面的差异。

既然地缘政治对国家的生存、发展显得如

此重要，并经常被视为一国国家战略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国家通过地缘政治活动与其他国际

行为体进行互动就成了一种常见的外交手段。
由于地缘政治学说认为国家的权力以地理条件

为基础，并受位置、空间、资源等地理因素限制，
因此，追求有限空间、资源等要素的扩张便成为

地缘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 随着全球化和新一

轮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大国的地缘政治

活动已经扩展为对大陆、海洋、天空等空间主导

权，石油、矿产、粮食等资源支配权和海陆通道、
战略要塞等重点区域控制权的争夺。 例如，早
在冷战尚未结束时，美国就公开宣布要掌控全

球 １６ 个重要海上咽喉，近年来又进一步宣称，

６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叶自成主编：《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１６１ 页。

［英］杰弗里·帕克著，李亦鸣等译：《二十世纪的西方地

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８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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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将全面控制印度洋上具有战略意义的航

道、海峡和海域，保护马六甲海峡等海上能源

通道。①

由于新兴国家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地
缘格局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动。 冷战的结束令一

些民族、国家、宗教矛盾浮出水面，地区冲突与

战争时有发生。 在这种背景下，地缘政治风险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对国际和平及国家发展的负

面影响正在增强。
学界对地缘政治风险的定义尚未达成统一

共识。 大卫·波尔（Ｄａｖｉｄ Ｂｏｈｌ）等学者将地缘

政治风险定义为由暴力冲突、国家竞争、市场结

构、自然灾害等导致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及自

然风险。② 达里奥·卡尔达拉（Ｄａｒｉｏ Ｃａｌｄａｒａ）等
人将地缘政治风险定义为会影响国际关系和平

进程，引发战争、恐怖主义行为和国家间紧张关

系的风险。③ 世界经济论坛（ＷＥＦ）已经将地缘

政治风险视为影响全球发展的五大风险之一。
在其发布的 ２０２３ 年《全球风险报告》中，地缘政

治风险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恐怖袭

击、政权崩溃、国家间冲突、地缘经济对抗、多边

机制的无效性六个方面，其中，政权崩溃、国家

间冲突和地缘经济对抗所带来的风险影响最

大。④ 由此可知，地缘政治风险可理解为由地缘

因素引发的国际政治风险。 其中，地缘因素通

常表现为资源、空间、权力的有限性，以及民族、
文化、宗教、价值观的差异性。 国际政治则强调

地缘政治风险超越单个国家的界限，深受全球

化、国际格局变动、地缘利益结构变化和大国博

弈等的影响。⑤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主要的地缘政治冲

突几乎都发生在东亚、阿拉伯伊斯兰、欧亚大陆

与海洋四大地缘战略板块的交界处。 地缘政治

风险是由多层次的地缘因素复合而成的。 近几

十年来，地缘政治风险来源的研究范围已经从

传统的国家间关系拓展到地区内、地区间以及

全球网络的多维互动，各种代理商的权力斗争

事件，包括公司、非政府组织、叛军团体和政党

等，也都可以被视为地缘政治风险的来源。⑥整

体来看，地缘政治在探讨国家安全与政治格局

的重构等权力空间时，更注重融合经济因素，对
国家与跨国公司共同参与的市场整合等相关内

容的关注不断增多。 其生成机制可以从单元国

家、地区及全球三个层次考虑。

１．２　 地缘政治风险形成机制

具体而言，从单元国家层面来看，一国的政

权崩溃与更迭、经济政策与法律法规的变化、外
交取向的变动都将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外来投资

国造成风险。 首先，政局动荡是影响许多发展

中国家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苏联解

体以来，国家由于发生内战、革命、政策变动而

导致政权崩溃与颠覆性更迭的现象并不罕见。
在西亚、北非等地区，政局动荡时常发生，给在

本国境内进行的投资建设活动带来消极影响。
由内战、革命等形式引发的政局动荡往往会对

本国发展的基础环境造成致命打击，破坏外来

合作的基础条件。 以和平方式进行的政权更迭

也可能带来一定的风险，因为新政府的建立往

往伴随着新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这将会改

变其他国家与之交往的政策环境。 如果与某个

国家的外交关系或一项由外国公司发起的合作

项目与当地政治矛盾关联度高，就很可能被新

政府列为首要攻击目标。 其次，一国的外交立

场很可能会因为国内政党斗争或第三方大国介

入而发生变化，当政府为了稳固政权或讨好某

一方大国时，很可能会选择牺牲掉与相关国家

的合作计划。 例如，缅甸吴登盛政府为了获取

选民支持，转变了对华态度，２０１１ 年单方面宣布

７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杜德斌、马亚华、范斐、恽才兴：“中国海上通道安全及保

障思路研究”，《世界地理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第 ３ 页。
Ｄａｖｉｄ Ｂｏｈｌ， Ｔａｙｌｏｒ Ｈａｎｎａ， Ｂｒｅｎｄａｎ Ｒ． Ｍａｐｅｓ， ｅｔ ａｌ．，“Ｕｎ⁃

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Ｐａｒｄｅ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ｕｔｕｒｅｓ， Ｍａｙ ２０１７， ｐｐ．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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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ｓｋ”，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１１２， Ｎｏ．４， ２０２２， ｐ．１１９７．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３”，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３．ｗｅｆｏｒｕｍ．ｏｒｇ ／ ｄｏｃｓ ／ ＷＥＦ＿Ｇｌｏｂａｌ＿Ｒｉｓｋｓ＿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３．ｐｄｆ， ｐ．１０．

张晓通、许子豪：“‘一带一路’海外重大项目的地缘政治

风险与应对———概念与理论构建”，《国际展望》，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
第 ８４－８７ 页。

潘忠岐：“地缘学的发展与中国的地缘战略”，《国际政治

研究》， 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第 ２１－３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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搁置中缅密松水电站合作项目。 再次，政体、文
化、价值观的差异也会对国与国之间的往来造

成负面影响。 对于企业来说，这种差异性很可

能使其在海外的合作项目遭遇当地民众的

敌视。
从地区层面来看，地缘政治风险还来源于

地区冲突与战争。 首先，部分地区由于历史仇

恨、领土争端、宗教、民族矛盾冲突不断，给周边

国家和外来合作项目带来了长期不稳定因素。
如中东、西亚等地不同民族和种族交错分布，宗
教信仰也存在很大分歧，导致冲突具有长期性、
多发性、复杂化的特点。 例如，“一带一路”倡议

的沿线国家多位于东西方文明交汇处，在地缘

政治上，目前在欧亚大陆由东向西正逐渐形成

一个“社会政治动荡风险弧”，包括中南半岛、南
亚、中亚、西亚及北非，地缘上与我国“一带一

路”倡议及多个海外投资重点地区重合，增加了

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风险。 与此同时，不
同地缘板块上的激烈冲突也会对具体投资项目

的落实带来极大的风险。 在后苏联空间，“德

左”冲突、纳卡冲突、俄格战争、俄乌冲突等接二

连三地爆发，大量矛盾由于主权和领土纠纷而

难以解决。 其次，冷战结束后难以完全根绝的

恐怖主义正在破坏地区的发展环境和现代化进

程。 中东正面临着世界上最为严重的恐怖主义

威胁，其地区一体化进程迟迟得不到发展，①基

础设施常年遭受武装威胁，挫伤了外来合作的

积极性。 再次，第三方大国介入在很多情况下

都是激化地区矛盾的重要原因。 为了实现战略

目标，某些第三方大国会以“调解者”“秩序维护

者”的姿态介入到地区矛盾之中。 其真正目的

并非是为了平息矛盾，而是趁机谋取地缘利益。
如俄乌之间的冲突在美西方的蓄意引导下变得

一发不可收拾；苏联的“援阿”行动不仅令阿富

汗深陷内乱的沼泽，还导致恐怖主义、分裂主义

外溢，造成灾难性的人道主义危机。
全球层面的大国竞争与博弈也是地缘政治

风险的来源。 首先，对传统地缘要素的争夺是

大国竞争的重要内容。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控制具有地缘政治价值的地理空间，在

地区格局中建立起军事、政治和经济的优势地

位。 目前，大国争夺的目标地区已经不再仅仅

限于传统地缘政治学说重视的“心脏地带” “新
月地带”及海湾地区。 二是控制海洋、资源、贸
易、市场、运输通道等关键地理要素，服务于本

国的战略发展目标。② 伴随着科技革命的飞速

发展，地缘政治争夺的内容也在扩展。 新能源、
低碳贸易、信息网络正在塑造未来地缘政治竞

争的新局面。③ 气候变暖导致北极资源及航道

开发成为竞争热点。④ 其次，大国的战略竞争正

在愈演愈烈。 大国的战略竞争往往涉及对地位

和空间的追求。⑤ 近代西方大国通常通过占有

海外殖民地来展现自身的权力地位。 二战后，
美苏通过在全球划分势力范围来开展激烈的竞

争。 冷战结束后，国际实力对比的相对变化引

起了守成国对权力转移的担忧。 北约东扩、“印
太战略”都是美国出于维护自身霸权地位而进

行的地缘战略选择。⑥ 在大国博弈的笼罩下，小
国往往会做出倒向一方或“左右逢源”的选择。
再次，大国竞争还体现为地缘经济的对抗。 来

自霸权国的经济打压是新兴国家面临的较为直

接的地缘经济风险。 这种地缘经济的对抗正深

刻地体现在当前的中美关系中。 美国通过结

盟、制裁、贸易战、科技战、供应链封锁等多种手

段，给中国政府及企业带来巨大的地缘经济风

险，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这种风险正在迅速向

全球扩散，波及到东南亚、东北亚、欧洲等多个

地区。

８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张家栋：“中东恐怖主义和国际反恐合作现状”，《阿拉伯

世界研究》，２００８ 年第 ６ 期，第 ２７ 页。
陆俊元著：《地缘政治的本质与规律》，时事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７０－７１ 页。
王礼茂、牟初夫、陆大道：“地缘政治演变驱动力变化与地

缘政治学研究新趋势”，《地理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第 ４－６ 页。
李振福、孙建平：“北极航线地缘政治的规范博弈机制分

析”，《世界地理研究》，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第 ５６－６２ 页。
Ｋａｒｅｎ Ｒａｓｌｅ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Ｒｉｖａｌｒｙ

Ｅｓｃａ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Ｗａｒ： Ｓｐａｃ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ｇｕ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ｂ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４４， Ｎｏ．３， ｐｐ．５０６－
５１１．

杨原：“两极体系下大国战略竞争的演化”，《国际政治科

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第 ２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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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

海外投资的冲击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持续推进，许多企业将

目光投向了广阔的海外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企业在“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倡议

等的推动下，加紧了在全球范围内的布局。
２０２０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 １ ５３７．１ 亿美元，首
次位居全球第一，占全球当年的 ２０．２％。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年底，中国有超 ２．８ 万家境内投资者在

全球 １８９ 个国家（地区）设立的对外直接投资企

业 ４．５ 万家，范围覆盖全球 ８０％以上的国家（地
区），①在外各类劳务人员约 ６２．３ 万人。 然而地

缘政治的紧张局势正在迅速蔓延至经济领域，
伴随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和利润而来的，是地缘

政治风险对企业，尤其是对跨国企业的扩张战

略和投资决策造成越来越重大的影响。 近年

来，全球政治经济局势动荡，诸如中美贸易摩

擦、英国脱欧、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等一系

列风险因素正在深刻搅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
加深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经济封锁、进出口

检疫和国际边界的关闭增强了全球供应链面临

的风险，因为供应链越长，生产环节越复杂，涉
及的国家利益越多，所面临的风险也就越大。②

供应链在国与国之间的交易风险正在扩大，企
业的生产经营行为不得不因此面临更多的地缘

政治不确定性。 这些都导致中国企业境外活动

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与日俱增。

２．１　 海外市场规模萎缩

地缘政治风险对企业海外投资的影响直观

表现在其海外市场的开拓上。 由于经济发展与

合作在全球竞争中的重要性，企业不可避免地

被卷入大国战略博弈的漩涡之中。 中国企业的

风险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报告———《全球趋势

２０４０：一个竞争更加激烈的世界》中称，在未来

２０ 年，全球影响力的竞争可能会达到冷战以来

的最高水平。 在竞争与合作共存的关系中，中

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政治

影响力、治理模式、技术优势和战略优势的竞

争。③ 由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地位的攀升以

及在全球事务中影响力的增加，美国对华战略

的考量已经转变为对中美间权力转移的担忧，④

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通过重塑全球供应

链遏制中国产业发展的战略思路逐渐清晰。⑤

美国政府对部分中国高科技企业实施了严厉的

制裁，阻碍这些企业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开展的

业务正常运作。 美国证监会（ＳＥＣ）加强了对在

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的审查，并先后将包括百

度、京东、拼多多在内的上百家中国公司列入

“预摘牌” 名单，导致这些公司的市值暴跌。
２０１８ 年，美国启动了“中国行动计划”（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ｉｔｉａｔｉｖｅ），起诉了大量在美国工作的华裔科研人

员，严重阻碍了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之路和海

外市场的扩张。 拜登政府在系统评估了美国关

键产品与行业的供应链风险之后，⑥将中美经贸

“脱钩”聚焦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整体采取“小
院高墙”的措施实施对华“脱钩”战略。 一方面，
在美国国内，陆续出台《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
《两党基础设施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

削减法案》等一系列法案，通过多边出口管制、
限制中国技术投资以及限制人员参与敏感项目

等手段，强化针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与实体清单。
另一方面，在国际上，拜登政府大力推进“供应

链外交”，试图以增强“供应链韧性”为旗号构建

９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２０２２）》，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２０２２ 年，第 １ 页。
樊勇明：“从国际公共产品到区域性公共产品———区域合

作理论的新增长点”，《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第 １４３－
１５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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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ｎｉ．ｇｏｖ ／ ｆｉｌｅｓ ／ ＯＤＮＩ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 ／ ＧｌｏｂａｌＴｒｅｎｄｓ＿２０４０． ｐｄｆ，
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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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ａｓｔ”，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Ｎｏ．１１９， ２０１２， ｐｐ．２１－３１．

李巍、王丽：“拜登政府‘供应链韧性’战略探析”，《当代

美国评论》，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第 １－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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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７，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２ ／ ０２ ／ Ｃａｐｓｔｏｎｅ－Ｒｅｐｏｒｔ
－Ｂｉｄｅｎ．ｐｄｆ， 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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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联盟与科技民主联盟。① 通过构建“印太经

济框架”，美国将“供应链韧性”作为该框架谈判

的重要谈判支柱以吸引越南、马来西亚等东盟

关键国家加入。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拜登访问日韩时，
与日达成强化半导体、先进蓄电池等供应链的

合作，与韩在事先觉察供应链混乱预警系统方

面达成的合作，②与此同时，美国东盟峰会还讨

论东盟国家可承接的产业，试图形成从东南包

围欧亚大陆的“Ｃ 型战略弧”以围堵中国。 在新

一轮产业链供应链竞争中，美国正在利用世界

霸主的政治经济影响力，要求各国“选边站”。
美国、欧洲、日本等国正通过一系列政策促使跨

国公司将关键供应链迁离中国，实现本土生产

及近岸生产。③ 为了对抗中国提出的“一带一

路”倡议，美、日、澳共同推出了基础设施新框

架，在印太地区推动“蓝点网络”计划，提高准入

门槛，对华展开“制度之争”，并企图令印度等国

替代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达成联盟内

部的供应链互补合作。 同时，美国大力鼓吹中

国“经济威胁论”，污蔑中国利用通信网络技术

危害别国国家安全，以促成各国对华“脱钩”。

２．２　 海外项目运行受阻

首先，第三方对东道国的制裁措施与中国

企业关联密切。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及欧盟

国家在出口管制和禁运、经济制裁以及惩罚性

关税等多个维度开展了多轮对俄贸易禁运和投

资限制措施，并且开始将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

国与俄罗斯的相关交易作为后续禁运和制裁的

重点。 由于中俄的经济合作较为紧密，中国企

业在开展在俄项目时面临的制裁风险较大。 其

次，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部分大国会利用对象

国政治转型的机会拉拢对方，以期淡化中国的

地缘政治影响，而对象国的“大国平衡外交”加
剧了海外投资政治环境的不稳定性。 例如，政
治转型成为了美国重返东南亚的突破点，以美

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先后与缅甸实现关系正常

化，与此同时，缅甸与中国的关系则明显趋冷，
尤其以密松水电站突然被叫停为标志。 而中国

的其他投资项目包括皎漂深水港项目、中缅油

气管道项目则受此影响陷入僵局。 昂山素季领

导的全国民主联盟上台后，尽管从整体上对中

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表态支持，但在实践中对

中方的相关合作项目态度暧昧。④ 受大国地缘

政治博弈和内部政治纷争的波及，斯里兰卡科

伦坡港口城项目的建设也处处受阻。⑤ 由于扼

守印度洋运输要道，又是重要的军事要地，斯 里

兰卡政府既担心中方投资会危及其国家利益，
又担忧该项目会引起美国和印度的不满，因此，
曾于 ２０１５ 暂停科伦坡港口城一期工程。⑥

２．３　 企业投资信心减弱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也是信心经济，因而

塑造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维护投资者的投资

信心是其良好运作的必要条件。 由于地缘政治

风险具有多样性、突发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其
爆发的时间和造成的影响往往是不可预料的。
投资风险的不确定性一般体现为东道国经济政

策的不确定性以及国际市场环境、安全环境的

不确定性，并会投射到市场的价格预期、金融市

场的汇率预期及海外贸易合作上来，导致投资

者的心理预期向着消极的方向发展。 如受 ２０１６
年韩国“萨德”事件影响， ２０１７ 年中国对韩国投

资下降了 ６０． ５％，仅为 ８． ０９ 亿美元。 受中印关

系僵化及印度《外汇管理法》（ＦＥＭＡ）的变动影

响，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中国对印投资额连续两年断崖

式下跌，两年复合增速同比减少 ６６％。 受南海

争端的影响，中国的海上贸易格局发生了转变，
为了稳定能源进口，中国的投资开始大量转向

０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Ａｒｅ Ｔａｋｉｎｇ Ｓｔｅｐｓ ｔｏ Ｅｘ⁃
ｐａｎ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ｔ⁃
ｎｅｒ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ａｏ．ｇｏｖ ／ ａｓｓｅｔｓ ／ ｇａｏ－２３－１０５５３４．ｐｄｆ， ｐ．１１．

马雪：“美国减少对华供应链依赖的路径及困境”，《现代

国际关系》，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０ 期，第 ２６－３３ 页。
王健、张群：“中美博弈背景下周边战略环境变化与中国

周边战略塑造”，《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第 ３１ 页。
李晨阳、宋少军：“缅甸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和反应”，

《南洋问题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第 ２５ 页。
邹志强、孙德刚：“港口政治化：中国参与‘２１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沿线港口建设的政治风险探析”，《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０ 年

第 １０ 期，第 ８８ 页。
彭念：“‘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投资海外港口的风险分

析及政策建议”，《南亚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第 １１７－１１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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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南海事件无关的国家。 当前中国企业海外投

资的整体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剧烈变动，“去全球

化”的风险正在影响着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

局，产业链的重构进程在进一步加快。 由于地

缘政治风险对全球产业链的巨大冲击，传统的

劳动力、土地优势等东道国吸引外部投资的要

素在跨国公司产业链调整过程中的地位会有所

下降，企业可能会趋于保守，其海外投资将更注

重长期稳定性和安全性，并更加关注地区格局、
东道国国情及大国关系等地缘政治可能造成的

影响力。

２．４　 企业人员安全风险呈放大趋势

近年来我国海外项目的投资激增，带动了

大量人员向外流动。 在地缘政治的影响下，中
国务工人员海外安全事件数量正在逐年上升。
战争、动乱、恐怖主义袭击等暴力风险对人身安

全的威胁最大。 如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在南海争端较

为激烈的时期，数千越南不法分子对包括中国

在内的多国在越企业进行打砸抢烧，残忍杀害 ４
名并打伤 ３００ 多名中国在越公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下属中国铁建国际

集团公司的 ３ 位高管，在马里恐怖袭击中遇难。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恐怖分子在巴基斯坦瓜达尔地区

发动了“５·１１”恐袭，目标就是居住在当地酒店

内的中国海外港口控股有限公司中方人员。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中非共和国一处采矿场遭到武装

分子袭击，造成中国公民 ９ 人死亡、２ 人重伤。
不断增加的安全风险令领事保护面临前所未有

的复杂性，也令企业的海外项目开展面临巨大

挑战。

三、结构性权力与地缘政治

风险的来源

　 　 企业的海外扩张并非单纯的市场拓展过

程，而是伴随着一定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的渗

透。 长期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直受到国

际政治因素的严重制约。 一方面，企业的海外

运营必须受到国际规则和东道国法律法规等有

形要素的制约，另一方面，也深刻受到东道国文

化、国际地区权力对比等无形要素的影响。 运

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能够对企业海

外投资风险中的政治经济互动进行深入探究。
从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起因来看，地缘政治学

说的倡导者的目的基本都是通过国家权力的扩

张来实现国家利益。 冷战后，权力的内涵趋于

多样化。 苏珊·斯特兰奇（Ｓｕｓａｎ Ｓｔｒａｎｇｅ）的结

构性权力理论给予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一个较为

明晰的分析框架，通过在结构上分析国家与市

场相互影响的关系，研究国家与市场的相互

作用。①

斯特兰奇将政治经济中的权力分为联系性

权力和结构性权力，联系性权力被界定为甲迫

使乙去做不愿意做的事的权力，结构性权力则

是“构造国与国之间关系、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

或国家与公司企业之间关系框架的权力”。② 联

系性权力通常与政治强权相关联，在地缘政治

风险中，突出表现为大国使用暴力手段达成目

的。 如英国对清王朝发动鸦片战争，强迫清政

府打开中国市场。 结构性权力则是一种构建结

构和规则的权力。 由于国际结构与规则能够决

定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利益分配及其扮演的角

色，事关国际话语权，因此结构性权力对企业地

缘政治风险的影响更为长远而深刻。 规则之争

已经成为中美地缘战略竞争的重要内容，美国

发起的“印太经济框架”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构

建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建立以美国

为主导的新规则。
在结构性权力理论中，权力会通过安全结

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和知识结构对国家之间

的关系产生影响。 海外地缘政治风险会限制企

业的海外投资选择，这种限制往往与安全、生
产、金融、知识结构密切相关。 在当前政治经济

高度一体化的背景下，企业的海外投资与项目

运作计划必须要结合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多

１５

①

②

［英］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等译：《国家与市场（第
二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８ 页。

同①，第 ２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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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因素叠加考虑，涉及的主体也并非仅仅是企

业，还包括多国政府、第三方机构等。 因此，透
过结构性权力的四个维度，能够更加全面地分

析企业海外地缘政治风险的形成机制。

３．１　 安全结构

安全结构是由一些人为另一些人提供安全

防务而形成的一种权力框架。 提供安全的保护

者因此能够获得某种权力，使他们得以决定、也
许还能限制其他人面临的选择范围，并且会获

得一些生产、消费及社会关系中的特权。 在国

际政治经济中，安全威胁主要源自权威性问题，
当“两个享有权威的单位因为彼此或明或暗地

不同意平起平坐，或是权力较强的一方认为权

力较弱的一方的行为已超过他可以容忍的限

度”时，就很可能爆发战争，破坏安全结构。① 由

于国际机制和规则在解决安全问题时表现出的

无能为力，民族国家对不安全的感知将不可避

免地持续增长。
当安全结构遭遇两个行为体的权力斗争而

不再稳定时，地缘政治风险就会随之产生。 这

种安全结构的不稳定首先来自于东道国内部的

政权斗争与民族、文化分歧。 具体来说，东道国

的政权动荡所引发的社会动乱、政权更迭将不

可避免地给企业带来地缘政治风险。 近年来，
随着世界各地矛盾的激化与经济发展的停滞，
许多国家都出现了政局动荡。 中国的海外项目

多集中在非洲、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

区，此类地区和国家独立时间较短、发展水平较

低，更容易爆发危及安全的地缘政治风险。 企

业的海外利益保护直接与当地政府的权威相关

联，当东道国发生政权动荡时，政府往往会失去

应有的保护者功能，并不能有效化解安全风险。
此外，政权斗争及民族分裂主义的兴起为恐怖

主义提供了活动的土壤，如巴基斯坦俾路支省

的民族主义分子一直将中巴经济走廊视为阴

谋，多次将中国务工人员视为袭击目标，破坏工

程建设的基础设施。 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许

多地区，面对极端分子的恐怖袭击，东道国政府

并不能很好地提供安全防务，国际安全机制也

难以有效发挥防护作用。
安全结构的不稳定还来自于东道国与其他

国家的对抗。 诸如俄乌冲突、印巴冲突、埃苏冲

突等地区对抗势必会对中国的海外项目建设带

来消极影响。 东道国与母国的关系恶化也会干

扰海外项目的运作，较为典型的就是 ２０１４ 年因

南海问题引发的越南反华骚乱。

３．２　 生产结构

生产结构是决定生产什么、由谁生产、为谁

生产、用什么方法生产和按什么条件生产等各

种生产安排的总和。 全球生产结构的形成依赖

于国家政策、市场趋势与技术变革，并越来越受

到跨国企业的影响。② 企业的海外项目包含生

产、采购、销售等环节，十分依赖于全球和东道

国的生产结构。 随着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国内企

业在行业领域和产品服务上的多样化，企业海

外布局涉及的维度也越来越宽泛，当地生产基

础设施情况、政策环境及各要素市场都会深刻

影响企业的项目运行。 部分企业在海外投资建

厂前并未进行深入的市场调研，对当地的政治

环境、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营商环境、产业及人

才聚集情况等缺乏认知，导致项目推进受阻、或
投产后收益不及预期。

全球竞争的激化和产业链的重构对企业的

组织管理能力和生产技术水平都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同时也造成了生产结构的不稳定。 当前，
世界经济面临深刻调整，自由贸易机制亟需改

革，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纷纷抬头。
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奉行本国

优先政策，加快推动关键产业回流重塑本国或

相邻区域的产业链，将产业链供应链的布局重

点放在盟国，推行“友岸外包” “近岸外包”战

略，这正是运用在生产结构中的霸权推动“去中

国化”，中国企业因此正面临国际市场恶化的巨

大挑战。
地缘政治风险带来的生产材料价格波动及

２５

①

②

［英］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等译：《国家与市场（第
二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４４－４５ 页。

同①，第 ６８、８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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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产业的震荡也深刻影响着全球生产结构。
如俄乌冲突及随之引发的对俄制裁正在影响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运行。 尽管俄罗斯和乌克兰

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并不突出，但却掌握着

大量生产制造所需的原材料。 俄乌冲突后，乌
克兰氖气生产工厂的停产直接导致全球氖气市

场突然失去一半产能，而氖气是制造芯片的关

键原材料。 俄罗斯是钯金、镍等重要有色金属

的主要生产国之一，钯对于内存和传感器芯片

来说必不可少，镍是构成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

关键原材料。 持续性的战争导致的原材料价格

上涨会对中国海外汽车制造、手机制造基地造

成较大压力。①

３．３　 金融结构

金融结构被定义为“支配信贷可获性的各

种安排与决定各国货币之间交换条件的所有要

素的总和”。② 全球金融体系自形成以来，就一

直面临着反复动荡与崩溃的风险。 尽管美国是

现代金融体系形成的主导者，但它并不能发挥

领导作用，维持金融结构的稳定。 拥有独特地

位的美元正是多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因

素。 西方国家在全球金融结构中的优势地位也

成为了它们控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工具。 ２０ 世

纪 ７０ 年代以来，由于西方国家经济发展趋于停

滞，资本开始大量以短期商业贷款的形式流入

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贸易进口的减少和加息

的金融手段都加速了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爆

发。 债务危机给西方大国重新介入发展中国家

事务提供了机会，并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的不

稳定。③ 《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

（２０２２）》就指出，中国海外投资的对象多为亚洲

发展中国家，债务结构不合理，偿债能力并不稳

定。④ 在严峻的财务状况下，我国企业对外投资

项目很可能因东道国无法支付款项而流产。
大宗商品市场波动也会给中国企业的海外

利益带来风险。 如俄乌冲突及随之引发的对俄

制裁正在影响全球大宗商品市场正常运行，引
起了相关大宗商品的全球供需错配，并导致全

球股票、汇率、债券、商品市场的震荡。 由于全

球尤其是欧洲大量依靠俄乌大宗商品出口，大
宗商品的短缺会导致市场价格大幅度波动。 大

宗商品期货市场的动荡在一定程度上给各国相

关品种期货合约价格波动的风控增加了压力，
对俄实施的金融制裁则带来了期货市场结算业

务的风险，总体膨胀率持续保持高位。 金融市

场脆弱性风险的加剧将对企业的全球融资环境

造成冲击。

３．４　 知识结构

知识结构包括信仰、观念、知识及其传送渠

道，决定被发现的是什么知识、怎样储存，以及

谁用什么手段，根据什么条件，向什么人传输知

识。⑤ 随着世界各国对知识产权、技术保护的日

益重视，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因素对中国企业海

外投资的影响越来越显著。 专利壁垒和专利风

险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的

阻碍因素。 当前，专利和技术壁垒已作为一项

常态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被多国广泛采用，一旦

侵权，侵权者不仅需要赔偿知识产权所有人的

损失，还将付出远高于侵权造成的实际损失的

惩罚性赔偿。 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执法

力度存在差异，再加上缺乏对海外知识产权侵

权风险规避措施的重视，知识产权风险已经成

为中国企业在海外经常需要面临的一项难题。
知识结构的风险还来自于我国在一些关键

技术领域的劣势。 我国信息技术发展起步较

晚，国外技术、产品价格优势明显，长期使用国

外产品产生依赖，实现生产的“自主可控”是新

发展阶段的重点和难点。 在“十四五”规划期

间，信息技术国产化替代在不同领域都取得了

进展，如龙芯 ＣＰＵ 服务器、飞腾 ＣＰＵ 服务器以

３５

①

②

③

④

⑤

“乌克兰两家氖企停产致全球氖产量损失一半‘芯荒’恐
加剧”， 路透社，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１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ｕｋｒａｉｎｅ－ｎｅｏｎ－ｏｕｔｐｕｔ－ｃｈｉｐｓ－０３１２－ｉｄＣＮＫＣＳ２Ｌ９０３０。

［英］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等译：《国家与市场（第
二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９６ 页。

周玉渊：“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政治化的影响与反思”，
《国际展望》，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第 ８７－８９ 页。

《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２０２２）》，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２０２２ 年，第 ６１－６５ 页。
同②，第 １２８－１３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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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申威 ＣＰＵ 服务器对以 Ｉｎｔｅｌ 架构为代表的

ＣＰＵ 的替代；国产 Ｌｉｎｕｘ 操作系统对 Ｗｉｎｄｏｗｓ 操
作系统的替代。 但总体而言，国产信息化产品

所占市场份额较小，技术上并未完全成熟。 目

前，美欧发达国家正在推动国际投资新规则的

广泛应用，将涉及关键技术和敏感信息的领域

纳入审查范围，加强对发展中国家投资审查的

力度，限制企业获取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渠道。
因此，中国企业在面临巨大的科技竞争的同时，
其创新途径也深受限制。

四、中国企业海外利益格局的重构

传统地缘政治以地理位置和空间为核心要

素，然而随着通信技术的进步，空间距离被大大

缩小了，地缘政治超越了传统地理空间的范畴，
地缘政治风险也随之扩散到各个领域。 依据结

构性权力理论，权力并非存在于单一的结构中，
而是依托于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个各不相

同但互有联系的结构中，属于提供安全的行为

体、决定生产的行为体、能控制信贷和金融的行

为体以及掌握了知识的行为体。 因此，结构性

权力更加隐性，导致中国企业面临的海外地缘

政治风险更加错综复杂。
目前海外市场中的结构性权力呈现出明显

的不平等特征。 一方面，由于拥有先发优势，权
力集中存在于部分发达国家及跨国公司手中，
这些国家和企业掌握了大部分的先进技术、资
金并能够控制生产资料的来源和产品的销售网

络，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 另一方面，权力格

局并非一成不变的，新兴国家及海外投资的力

量正在增强，部分结构性权力存在转移的迹象，
但这种转移是有限的，南北差距依旧在不断拉

大。 由于知识结构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要，知识

竞争逐渐成为国际社会中权力之争的重点内

容。 全球经济体系中结构性权力的高度集中，
意味着掌握权力的少数国家和跨国公司能够将

其结构影响力作用于海外市场和地缘政治的

走向。
在紧张的国际局势下，从结构性权力及其

形成地缘政治风险机制的角度看，中国企业的

海外利益格局正在迅速走向重构。

４．１　 地缘政治权力博弈的影响

国际权力博弈的影响将投射在多方外交关

系上。 正如斯特兰奇所述，公司与国家之间存

在着三种主体间的讨价还价：国家间为权力与

影响而进行的讨价还价、公司间为世界市场的

竞争而进行讨价还价，以及公司与国家间为使

用生产财富的资源而进行的具体的讨价还价。①

中国企业海外利益保护的权力博弈过程中通常

也包含中国与东道国政府、中国企业与海外企

业、中国企业与东道国政府等多组关系，由于经

济权力经常被用于实现地缘政治目的，中国、东
道国与第三方大国之间的三角关系也应当被纳

入博弈框架中。
例如，全球供应链是全球多数国家的经济

利益和发展动力需求长期博弈的结果。 在地缘

上，中国的地理位置以及资源禀赋条件都决定

了印太地区的重要性，像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

甲海峡这样的能源、商业咽喉影响着中国的进

出口运输安全，关乎中国的经济发展。 美国在

印太地区持续发力形成包围中国的战略弧体

系，联合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在关键领域构建

供应链联盟，同时积极将东盟国家纳入这一供

应链体系中，试图形成排他性的供应链，威胁中

国的战略与经济利益。 然而美国虽掌握着全球

供应链的关键环节，一味减少对华供应依赖仍

难以平衡弹性与效率，会削弱美国高科技跨国

企业中巨额研发投入和全球高端市场高回报率

之间的良性循环机制。② 尤其是在当前世界经

济疲软的背景下，企业更倾向于节约成本的选

择，并不会直接退出中国市场，这对人为“去中

国化”的供应链产生了对冲效应。 但随着中美

竞争日益激烈，跨国公司仍不得不认真考虑中

美关系未来继续恶化以至“脱钩”的潜在可能

４５

①

②

［英］苏珊·斯特兰奇、约翰·斯托普福德著，查立友等

译：《竞争的国家 竞争的公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版，
第 ２３－２７ 页。

张杰：“中美经济竞争的战略内涵、多重博弈特征与应对

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第 １－２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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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更多选择“中国＋１”的多元供应链布局模式

以应对这种不确定性，如苹果公司已加速构建

在印度的零部件供应链，生产其最新机型。①而

为了避免美国方面不必要的审查和抵制，许多

中国初创企业选择将总部设在新加坡或中国香港。②

对于企业自身而言，在多方博弈背景下，必
须有目的性地向海外派遣具有丰富海外经验及

高度地缘政治敏感性的关键管理人员，他们可

以成为企业的敏锐触角，及时发现并提醒公司

可能存在的不利因素。 为了让员工更好地应对

当地的地缘政治环境，公司应该提供各种地缘

政治事务相关的培训，邀请当地专家强化员工

对风险的认知和防备，提高员工的紧急预警能

力和应对能力。 另外，公司应当考虑使用更多

渠道获取信息，不再局限于主流媒体，在接收媒

体报道与评论时更要学会鉴别虚假信息。

４．２　 海外战略布局的影响

为了规避大国权力对抗的风险、保障独立

发展的权利，中国的海外战略布局呈现向西走、
向南行的偏好，较大比例集中在巴基斯坦、孟加

拉、阿尔及利亚等具有独特地缘政治价值的国

家。 这类国家大多位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虽
然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但也给中国海外利益

保护带来了大量风险与挑战，当地政府往往没

有足够的实力抵御各类风险，又极容易受制于

大国的权力干涉。 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套

将对外援助与直接投资相结合的体系，通过推

行政府贴息优惠贷款、援外项目实行合资合作

的经营方式，将政府资金、银行资金与企业资金

结合起来，③为我国企业到发展中国家开拓市场

创造了良好的机会。 但由于中国企业投资的大

部分国家民族、宗教、政党、文化等因素十分复

杂，企业非本土化的运营模式往往会引发东道

国民众的敌意，遭到当地人的排斥，也很容易受

到所在国内部政治、社会剧变的影响。 这就要

求企业必须提前做好当地背景调查和各项预

案，并提高跨文化整合能力。 当前，为了避免被

大国对抗波及，企业可能会放弃以最低成本、最
高生产力和其他绩效指标作为主要选址指标。

例如，为避开欧美国家的制裁，许多中国公司正

在寻求与那些受地缘政治环境影响小的国家建

立合作伙伴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必须综

合考虑成本、效率、生产力以及生产销售网络等

方面的因素，避免给海外经营造成长期的消极

影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推行的便是积极融

入世界经济的地缘战略。 近年来，中国企业“走
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并逐渐将视线投向一些

转型经济领域，加强对新能源等绿色经济领域，
科技、媒体和通信、先进制造与运输以及医疗与

生命科学的海外投资和战略布局，并在欧洲、美
洲和东盟等地区的海外市场均有扩展。 但是中

国在战略产业链中的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尚存不

足，美国在关键领域与中国脱钩断链、打压中国

企业，对中国极限施压，势必冲击中国经济发展

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进而影响中国企业进

军海外高新科技领域市场的进程。 中国在 ２０２０
年提出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格局，正是希望“打
通经济循环卡点堵点，推动供需良性互动，在实

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

力”。④ 这需要中国政府将更多资源投放在科技

发展上，并注重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 在对外

交往中，中国往往将经济发展作为主要内容，企
业通常将尽快完成项目进度作为首要目标，政
治关系、文化关系的发展被置于经济关系之后。
但面对复杂多发的地缘政治风险，中国的海外

利益保护还需更多重视政治与安全要素，将结

构性权力的扩张纳入海外战略中，并更加关注

５５

①

②

③

④

Ｓａｎｋａｌｐ Ｐｈａｒｔｉｙａｌ ａｎｄ Ｓａｒｉｔｈａ Ｒａｉ， “Ａｐｐｌｅ’ｓ Ｎｅｗ ｉＰｈｏｎｅ １４
ｔｏ Ｓｈｏｗ Ｉｎｄｉａ Ｃｌｏｓｉｎｇ Ｔｅｃｈ Ｇａｐ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３， ２０２２，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０２２－０８－２３ ／ ａｐｐｌｅ－ｓ－ｎｅｗ
－ｉｐｈｏｎｅ － １４ － ｔｏ － ｓｈｏｗ － ｉｎｄｉａ － ｃｌｏｓｉｎｇ － ｔｅｃｈ － ｇａｐ － ｗｉｔｈ － ｃｈｉｎａ？
ｌｅａｄＳｏｕｒｃｅ＝ｕｖｅｒｉｆｙ％２０ｗａｌｌ， ｐａｒａ．２．

Ｋａｒｅｎ Ｈａｏ， Ｓｈｅｎ Ｌｕ，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ａｒｔｕｐｓ Ｔｒｙ ｔｏ Ｍａｋｅ Ｉｔ Ｂｉｇ
ｉｎ ｔｈｅ Ｕ．Ｓ．—ｂｕｔ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ｌａｓｈ”， Ｔｈｅ Ｗａｌｌ Ｓｔｒｅｅ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Ｎｏ⁃
ｖｅｍｂｅｒ ２９，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ｓｊ．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ｓｔａｒｔｕｐｓ －
ｔｒｙ－ｔｏ －ｍａｋｅ － ｉｔ － ｂｉｇ － ｉｎ － ｔｈｅ － ｕ － ｓ － ｂｕｔ － ｗｉｔｈｏｕｔ － ｔｈｅ － ｂａｃｋｌａｓｈ －
１１６６９７０６１３６， ｐａｒａ．３．

黄梅波、刘爱兰：“中国对外援助中的经济动机和经济利

益”，《国际经济合作》，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第 ６４－６５ 页。
刘鹤：“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

机结合起来”，《人民日报》，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４ 日，第 ６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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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实际经济需求。

４．３　 国际行为规则的限制

随着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动，中国企业的海

外利益保护往往会受到两类规则的影响。 首

先，是来自于国内传统的行为规则的限制。 我

国海外利益保护起步较晚，在现阶段相应法律

制度仍然不够健全，并且许多规则并不能与飞

速发展的世界形势相适应。 例如，我国在对外

交往中长期奉行“不干涉”的基本原则，在一国

国内政权斗争、民族纠纷过程中基本采取中立

态度。① 但是在地缘政治风险频发的时局下，政
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种要素交织在一起，一
味反对干涉并不能很好地保护我国海外利益。
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自身结构性权力优势推

行的“新干涉主义”，中国若不能根据实际情况

改良国内固守的行为规则，很可能会丧失在海

外利益保护领域的主动权。 因此，中国应当整

合外交部、国防部、商务部等各部门及跨国企

业、非政府组织等团体的力量，形成环环相扣的

利益保护机制。 在始终遵守国际法和各国主权

的基础上，进行国内行为准则的完善，创新性地

发挥“不干涉”原则的影响力。
其次，是来自于国际社会变化的行为规则

的限制。 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受阻情况

下，各国开始将战略的重心转移至区域合作，加
快签订具有更高标准的自贸协定，就服务贸易

和投资协定开展谈判，形成新的国际规则。 这

种新规则的大规模出现不仅会影响中企海外合

同的签订、项目的运作以及最终的收益，也会给

中国企业海外利益保护带来新的难题。 各国尤

其是发达国家的投资监管正整体趋严，如美国

出台了《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德国多

次修订了《对外贸易和支付条例规定》、欧盟开

始执行《欧盟外商投资审查条例》，增加了中企

进行海外并购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受规则

变动影响，仅 ２０１８ 年，交易宣布后失效或撤回

的中企海外并购就已达到 ３８ 宗。 目前，中国对

国际自由贸易和国际市场机制的理论研究还是

以传统 ＷＴＯ 多边贸易框架体制为主，对新一轮

贸易自由化所具有的贸易与投资并重、侧重于

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的趋势转型，以及 ＣＰＴＰＰ、
ＤＥＰＡ 等新型协定的理论研究和评估普遍不足。
这就要求企业在进入海外市场时，必须分析当

地在各领域合作、生产、运营、销售各个方面设

定的各类新规则，时刻关注国际规则的新动态。

五、对中国企业海外利益保护的建议

无论是从历史经验来看，还是从当下实践

来讲，地缘政治风险都会影响跨国资本的流向，
从而塑造全球供应链。 后疫情时代的供应链变

革与国际格局密切相关，俄乌冲突与中美竞争

都表明大国新一轮地缘竞争日趋激烈，受政治

关系不稳影响，各国愈发强调国家产业安全与

供应链韧性，跨国企业在生产经营时不得不将

地缘政治风险纳入考量。 全球供应链在这样的

背景下短期内将加速收缩，向发达国家回流，并
朝地区性的盟国供应链方向重构。

这一机制并非单向传导，全球供应链是全

球化时代变革国际利益分配格局的重要手段，
可以反作用于地缘政治版图。 由发达国家资本

追逐利润最大化驱动的全球供应链，虽并未能

在国家间和国家内实现利益的公平分配，但为

一些新兴经济体提供了发展机会。 随着经济实

力增强，新兴经济体开始掌握部分新科技产业，
拥有了引导国际分工再组织的能力，这冲击了

发达国家对国际分工与利益格局的主导权，从
而必然影响地缘政治格局。 理解这一逻辑，对
发掘当前美国重塑供应链打压中国科技产业的

背后原因、认识俄乌冲突的深层博弈以及最终

描绘变革中的国际政治经济轮廓具有重要

意义。
在严峻的海外风险环境下，中国政府日益

加强了对海外利益保护的重视。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

６５

① 梅建明：“论新时期中国海外利益保护面临的挑战与对

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第
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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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切实维护我国海外利益”。 ２０１５ 年通过的

《国家安全法》将维护国家海外利益列为维护国

家安全的重要任务，并将海外利益安全纳入国

家总体安全观，以理念指引实践。 同时，中国政

府也更加强调对地缘政治风险的防范，并在世

界经济论坛等国际场合中倡导开展化解各类风

险的合作。 在各行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在

海外利益保护和风险预警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

进展。 近年来，中国建立起中央、地方、驻外使

领馆、企业和公民个人“五位一体”的境外安保

工作联动网络，创新立体式领事保护机制模式，
多次更新《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先后颁

布《反外国制裁法》《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

域外适用办法》《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等法律

法规。 但应当注意到，目前我国企业的海外利

益保护仍存在不足之处。 在大国博弈与经济竞

争愈发激烈的当下，中国及中企应当继续强化

海外利益保护战略布局。

５．１　 建立与完善海外投资预警机制

相关部门应当完善企业海外利益的保护和

预警机制，建立起联通国内各部门机关、企业、
非政府团体、中国驻外机构的网络体系，促使地

缘政治风险预警等情报信息能够被各组织单位

第一时间接收、共享、传递，以便做出及时的反

应和行动。 加快建设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关注

全球及各地区大国以及相关国家的国内外动

向，健全国别风险评级体系，提升政府发布的

《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等安全防范指南的

可行性和具体化，并强化海外企业及工作人员

的安全培训，提升其风险意识和应急能力。 海

外利益保护工作的推进需要东道国的积极配

合，中国应当在平等互助的基础上与相关国家

构建良好的外交关系，也需要加强与海外组织、
民众的合作，如在 ２００３ 年日本政府就与丰田、
三菱、三井、日本海外安全协会、日本贸易振兴

机构等众多大型跨国企业及团体共同成立了海

外安全公私合作委员会，保障日本公民的海外

安全利益。 对于企业自身而言，在海外投资计

划签订和实施前，必须对东道国的国情做细致

全面的调查与了解，对可能爆发的地缘政治风

险做出预判，做好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应急

预案。

５．２　 提供国际或区域性公共产品

中国企业的投资目标国众多且各国间发展

程度各异，彼此间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条件也

不尽相同。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及“人
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既能够推动有关国家共同

发展，又能为中国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资条件。
在此基础上，中国应当继续积极参与全球经济

体系的治理，在原有金融机制的基础上推陈出

新，扩宽中企的海外融资渠道。 继续提供亚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银行和金砖

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等金融公共产品，“建设公平

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①努力为企业

的海外投资创造稳定的金融环境，通过推动人

民币国际化来规避美元波动，降低美国货币政

策对中国企业海外利益造成的损失。 中国还应

当建立多层次、有体系的安全类公共产品提供

机制，如形成直接参与行动的各国军警队伍及

相关协同配合机制，以及促成信息沟通、后勤保

障、培训交流等国际合作制度，最大限度地实现

海外安全合作，提高海外安全保障的效率。②

５．３　 分散项目投资的主体风险

企业可以通过合资经营或投保的方式分散

和降低海外投资风险。 中国企业可以寻求与当

地政府、企业合作出资，聘请当地人才参与项目

建设，有效分散项目的建设、运营风险。 中国应

当向西方国家学习海外投资保障的先进经验，
建立健全对外投资风险担保机制，③企业可以利

用投保的方式转移部分风险，及时向中国出口

７５

①

②

③

“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九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

上的发言（全文）”，中国外交部，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 ＿ ６７４９０４ ／ ｚｙｊｈ ＿ ６７４９０６ ／ ２０１４１１ ／ ｔ２０１４１１１５ ＿
７９４５２８５．ｓｈｔｍｌ。

黄河、黄越、赵琳菲：“区域性安全公共产品与‘一带一

路’安全合作体系的建构———以中国企业在巴尔干地区的投资为

例”，《复旦国际关系评论》，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第 １６ 页。
甄炳禧：“新形势下如何保护国家海外利益———西方国家

保护海外利益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０９ 年

第 ６ 期，第 ５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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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保险公司投保包括政治风险、商业风险在

内的信用风险保障产品，或者购买中国进出口

银行提供的商业担保服务，还可以购买一定国

外保险公司投保人寿、工程、石油天然气等相关

险种。 企业需要转变对外投资方式，从单打独

斗向协同并进转变，从而形成国内对“一带一

路”产业投资的整体合力，强化产业合作信息的

交流与共享。

５．４　 创新企业海外经营战略

相互间的不信任和文化差异是对外投资面

临的主要风险之一。 分析近年来我国企业海外

投资受挫或失败的案例，其中不乏该类风险的

身影，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和组织经常故意散

播 “中国威胁论” “资源掠夺论” 等论调抹黑中

国。 因此，中企必须加强国家和企业形象的正

面宣传。 企业应当积极探索自己在海外的本土

化经营战略，转变对中国政府及东道国政府的

过度依赖，与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及媒体建立

良好的联系。 部分非政府组织具有较大的地区

影响力，又与某些西方国家存在资金、人员上的

联系，并能够一定程度上影响海外媒体的舆论

导向，值得被重点关注。 中企在与公民团体、非
政府组织加强合作的同时，也要积极承担企业

社会责任，为当地民众解决实际问题，通过企业

责任的履行，在当地树立良好形象，实现企业在

当地的可持续发展，力争消除项目推进障碍和

潜在的地缘政治风险。
编辑　 邓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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